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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知识生产理论，采用DEA-Tobit两步法对2012-2016年上海17家高校的科研创新效率进行了比较，发现尽管上海市高校科研创新效率总体稳中有升，但处于效率最优状态的高校数量仍较少；其中，上海市属高校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距，绝大多数上海高校长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未来可以通过加大要素的投入来扩大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近年来上海市高校科研资源配置“抓大放小、重点倾斜”的政策导致了除上海大学外，上海市属高校科研要素投入的整体不足限制了其科研创新产出及效率提升的问题。其次，根据DEA效率评价结果构建多元线性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总体还是分类而言，现阶段上海高校科研创新的特点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能显著的推动高校科研创新效率提升，而物质资本的继续投入却对高校科研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亦表明物质资本对科研创新效率的倒“U”型影响已经显现，资本拥挤问题亟待引起重视。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上海市属高校进一步提升技术效率的“短板”主要在于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不足，这一点上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具有显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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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DEA-Tobit’s two-step method is used to compar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17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from 2012 to 2016. We found that despit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Shanghai University steadily, but the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n the most efficient state is still les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lleges and directly affiliated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most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which reflects that we could expand the output and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by more elements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we found that except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in other Shanghai municipal universities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inputs limits their improvement of output and efficiency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hich due to the policy of ‘Grasp the big, release the little, and the focus of tilt” in the aspect of universities research resource allocation. Then, according to the DEA efficiency evaluation results, we construct a multi-linear Tobit regression model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The results of Metrologic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new characteristic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Shanghai universities is that compared to the remarkable boost of human capital, the material capital has a strong inhibition effect. The inverted "U" curve’s impact of material capital on the universities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has been shown, which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short boar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municip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is mainly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gap with the universities directly affiliated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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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6年，《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报告中首次提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强调高校的科研创新效率将直接影响着国家科学研究水平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水平，高校不仅是国家和区域科学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还是国家和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力量。高校凭借知识生产与转移、科学研究、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培养等创新优势，日益成为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动力[
]。根据Etzkowitz 的“三螺旋”理论，随着知识取代自然资源和资本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高校逐渐成为“三螺旋”式区域创新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结合硅谷、波士顿、慕尼黑等全球科技创新型城市的特点，可以看出世界高水平大学与区域融合正日益深化，大学不仅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并通过加速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不断孵化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特别是借助高校周边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创建来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和全球影响力。近年来，作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龙头的上海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于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要求上海要在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这“四个中心”基础上向“科创中心”迈进，这势必要求上海要能进入国际前沿知识库，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知识创新资源的配置。因此，高校所具有的“知识管道”（knowledge pippeline）的功能[
,
]，将能有效的帮助上海连接全球知识创新网络，获取先进科学与技术知识。这也将要求发挥上海高校科研资源集聚优势，进一步激励高校科研创新，使其成为上海知识创新的交互平台和空间载体。为此，上海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上海市深化高校改革建设高水平地方高校试点方案》等政策，从制度、资金、人才多方面加大对高校科研创新的支持配套，以期推动上海高校在“科创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由此可见，在上海区域发展模式转变的背景下，对高校科研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结合相关文献发现，尽管已有经典研究已经明确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科研创新的产出和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
]，但科研创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演进过程，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会出现“研发悖论”（R&D Paradox）的现象，即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并没有带来预期下的产出与增长[
,
,
]。这里除了可以从经济学的经典定律“边际收益递减”得到较好解释以外，还可以从区域创新体系或创新主体的运行不畅，这一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研判[
]。即不同的区域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结构、制度、政策、技术水平等变化都会对区域内的科研创新主体产生差异性影响。如：产业集聚程度与区位因素会造成欧洲11个地区的科技创新产出弹性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美国与瑞典的对比发现，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政策会影响高校科研创新的发展[
]；大学的创业精神，以及由大学衍生出的创业型企业与其产生“校企”合作都会对区域高校的科研创新造成重要影响[6,
,
]；还有在全球知识交流、扩散加速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以人力、物力知识生产投入变量对产出的影响力在减弱，即将知识生产的主要限定在人员与研发资金的投入上会过高地估计区域知识存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可见，就区域而言，高校的科研创新产出与效率水平提升有其自身规律，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代表的要素投入是效率持续提升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同时，各要素的动态组合与协同配套也将对效率产生着深远地影响。因此，如何确保相关要素投入的科学性、有效性，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用，值得不断地深入研究。研究认为，对现阶段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能有助于教育管理部门认清现状，同时对“新常态”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
就相关研究方法而言，当前，DEA模型被广泛用于区域经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高校科研等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率的量化研究[
,
,
,
,
]。进一步文献梳理发现[
,
,
]，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有待商榷之处：一是对模型应用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早期学者较多基于C2R模型开展投入产出的效率评价，但由于C2R模型的前提假设为规模报酬不变，导致此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实际生产中的分工合作、知识外溢、“干中学”等外部效应可能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增；另一方面，在要素投入增长的情况下，可能会由于人力资本、经验积累、管理水平等“内生能力”相对不足而导致短期的产出低效，进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减。二是指标数据的选用缺乏科学性。投入或产出变量多以主观经验和偏好来选择指标，易导致指标选用过多，且存在投入或产出指标之间存有相关性强或内生性问题，进而影响DEA测度的准确性；有的文献未遵循Chames（1978）决策单元（DMU）数必须是输入和输出变量数目之和的两倍以上的经验要求，进而降低了DEA的区别能力。三是重效率评价，轻影响因素研究。现有研究较多对投入产出的效率做现状评价，局限于找出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DMU）或者有效生产前沿面，对影响效率原因的深度分析相对较少，导致研究结论缺乏实践指导意义。四是相关研究较多使用截面数据，导致研究结论缺乏稳定性和代表性，较多研究只反映出某一年的科研创新效率，缺少从动态的视角来揭示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的演化规律，因此研究结论的说服性不强。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认为高校科研创新的投入产出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演化过程，应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前提下开展研究。同时，DEA-Tobit模型优点是能够在效率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即解释外部环境与随机误差对效率的影响，使测算值更能精确地反映DMU的内部管理水平。因此，本研究应用DEA-Tobit两步法的BC2模型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投入产出绩效进行测算，将投入产出效率分解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再利用Tobit模型找出影响高校科研创新投入产出绩效的环境因素，以期为上海“科创中心”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提供可靠依据。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DEA-Tobit模型
为克服一阶段DEA模型无法衡量影响绩效因素，以及无法剔除环境影响因素和随机误差的缺点，Coelli等（1998）在DEA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两步法（Two-stage Method）。即第一步采用DEA进行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第二步以上一步中的效率值为因变量，以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模型，采用Tobit回归模型。
1. 第一步： 传统的DEA模型
著名运筹学家Chames等（1978）首次建立DEA方法，旨在评价“多投入多产出”模式下的DMU的相对有效性，即通过一系列决策来来判断各个单元投入/产出的合理性、有效性[
]。其非参数效率评价方法不需要人为地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以及指标赋权，效率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客观性较强。此后，由DEA的基本模型C2R发展出了BC2、C2GS2、C2W、C2WH等多种形式。其中，BC2模型常用来处理“规模报酬可变（VRS）”假设下的DMU有效性问题[
]。当产出不变时，每个决策单元最小化投入导向下对偶形式的BC2模型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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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则DMU为弱DEA有效，DMU的经济活动非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最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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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时，则DMU为DEA有效，DMU的经济活动同时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最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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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为非DEA有效，DMU的经济活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非最佳。由BC2模型计算出的决策单元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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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技术效率值(TE)，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成纯技术效率(PTE)与规模效率(SE)的乘积，即TE=PTE X SE。其中，技术效率指实现投入既定下产出最大或者产出既定下投入最小的能力；规模效率指与规模有效点相比规模经济性的发挥程度；纯技术效率指剔除规模因素后的效率。
2. 第二步： Tobit模型
  由于第二步中的因变量（各DMU的效率值）介于0和1之间，而采用传统OLS模型会给参数估计带来严重的有偏和不一致，因此采用因变量受限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中的Tobit模型进行回归[
]。标准Tobit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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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潜变量（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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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说明
由于科研创新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对投入和产出难以度量。根据经典的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将科研创新视为知识生产过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产物[3,4]，故选取上海市普通高校理工农医类大学本科以上的科技活动人员和R&D经费支出（万元）为投入变量1)。国际上通常用专利来衡量地区或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但由于我国高校科研创新较多基于政府资助缺少市场的筛选机制，产生并沉淀了大量处于“休眠”的专利，导致了专利高产出率背后的低转化率问题严重[
]。因此，本研究采用具有较高质量的上海市普通高校理工农医类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和国外三大检索系统（SCI、EI和ISTP）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来衡量高校科研创新产出。结合数据的可获性、连续性与代表性，本投入产出数据来自上海市教委2012-2016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科技统计年报表》。
表1  2014-2015年上海高校理工农医类科研创新投入与产出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年  份                 产出项
	投入项

	
	科技人员
	R&D经费

	2012
	发明专利授权数
	0.901***
(0.000)
	0.708***
(0.002)

	
	国际科技论文数
	0.954***
(0.000)
	0.839***
(0.000)

	2013
	发明专利授权数
	0.878***
（0.000）
	0.752***
（0.001）

	
	国际科技论文数
	0.956***
（0.000）
	0.878***
（0.001）

	2014
	发明专利授权数
	0.897***
(0.000)
	0.761***
(0.000)

	
	国际科技论文数
	0.961***
(0.000)
	0.898***
(0.000)

	2015
	发明专利授权数
	0.897***
(0.000)
	0.897***
(0.000)

	
	国际科技论文数
	0.967***
(0.000)
	0.982***
(0.000)

	2016
	发明专利授权数
	0.928***
(0.000)
	0.848***
(0.000)

	
	国际科技论文数
	0.963***
(0.000)
	0.906***
(0.000)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检验的P值
就投入与产出而言，但从短期看，科研创新自要素投入开始、涉及分析、测试、产出以及最终科技成果申报及认定等环节，存在时间滞后性，一般假设该延迟时间为1年；但从长期看，科研创新产出与要素投入之间构成了稳定的均衡关系[
]，科研工作自身也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故本文在利用连续5年的研究数据时不采用时候滞后效应。
用DEA方法时，各投入与产出要素之间必须符合“同向性”假设。即投入量增加时，产出量不得减少，常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方法来进行检测。如表1所示，不同时期内的各投入与产出要素均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并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双尾检验，可见各投入产出变量符合模型所要求的“同向性”原则。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选用Coelli小组开发的专用软件DEAP2.1，采用投入导向（Input-Oriented）对上海市2012-2016年，17家高校科研创新效率和规模报酬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2014-2015年上海高校科研创新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

	高  校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复旦大学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上海交通大学
	1.000 
	1.000 
	1.000 
	-
	0.939 
	1.000 
	0.939 
	drs
	1.000 
	1.000 
	1.000 
	-

	同济大学
	0.681
	0.682
	0.999
	irs
	0.702 
	0.708 
	0.992 
	drs
	0.793 
	0.798 
	0.993 
	drs

	华东师范大学
	0.655
	0.816
	0.803
	irs
	0.610 
	0.758 
	0.805 
	irs
	0.608 
	0.719 
	0.845 
	irs

	华东理工大学
	0.857
	0.928
	0.924
	irs
	0.917 
	0.936 
	0.979 
	drs
	0.816 
	0.843 
	0.967 
	irs

	东华大学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上海大学
	0.679
	0.692
	0.981
	drs
	0.762 
	0.835 
	0.913 
	drs
	0.899 
	0.910 
	0.988 
	drs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00 
	1.000 
	1.000 
	-
	0.102 
	1.000 
	0.102 
	irs
	0.633 
	1.000 
	0.633 
	irs

	上海海洋大学
	0.303
	0.604
	0.502
	irs
	0.448 
	0.648 
	0.691 
	irs
	0.260 
	0.614 
	0.422 
	irs

	上海电机学院
	0.356
	1.000 
	0.356
	irs
	0.437 
	1.000 
	0.437 
	irs
	0.421 
	1.000 
	0.421 
	irs

	上海海事大学
	0.184
	0.421
	0.436
	irs
	0.131 
	0.434 
	0.302 
	irs
	0.144 
	0.432 
	0.333 
	irs

	上海电力大学
	0.661
	0.836
	0.791
	irs
	1.000 
	1.000 
	1.000 
	-
	0.656 
	0.879 
	0.746 
	irs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0.454
	0.632
	0.719
	irs
	0.286 
	0.597 
	0.479 
	irs
	0.338 
	0.601 
	0.562 
	irs

	上海师范大学
	0.662
	0.665
	0.995
	drs
	0.848 
	0.853 
	0.994 
	drs
	0.925 
	0.987 
	0.937 
	irs

	上海理工大学
	0.330 
	0.518
	0.636
	irs
	0.399 
	0.536 
	0.744 
	irs
	0.374 
	0.545 
	0.686 
	irs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0.270 
	0.628
	0.430 
	irs
	0.288 
	0.611 
	0.471 
	irs
	0.228 
	0.578 
	0.394 
	irs

	上海中医药大学
	0.123
	0.544
	0.227
	irs
	0.177 
	0.600 
	0.295 
	irs
	0.317 
	0.628 
	0.505 
	irs

	Mean
	0.601
	0.763
	0.753
	
	0.591
	0.795
	0.714
	
	0.612
	0.796
	0.731
	

	高  校
	2015年
	2016年
	

	
	TE
	PTE
	SE
	
	TE
	PTE
	SE
	
	
	
	
	

	复旦大学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上海交通大学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同济大学
	0.929 
	0.942 
	0.987 
	irs
	0.885 
	0.904 
	0.979 
	irs
	
	
	
	

	华东师范大学
	0.698 
	0.815 
	0.857 
	irs
	0.609 
	0.813 
	0.749 
	irs
	
	
	
	

	华东理工大学
	0.980 
	1.000 
	0.980 
	drs
	0.986 
	0.998 
	0.988 
	irs
	
	
	
	

	东华大学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上海大学
	0.802 
	0.943 
	0.851 
	drs
	0.778 
	0.872 
	0.892 
	drs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0.535 
	1.000 
	0.535 
	irs
	0.880 
	1.000 
	0.880 
	irs
	
	
	
	

	上海海洋大学
	0.332 
	0.598 
	0.555 
	irs
	0.476 
	0.659 
	0.723 
	irs
	
	
	
	

	上海电机学院
	0.296 
	1.000 
	0.296 
	irs
	0.763 
	1.000 
	0.763 
	irs
	
	
	
	

	上海海事大学
	0.180 
	0.454 
	0.397 
	irs
	0.286 
	0.518 
	0.552 
	irs
	
	
	
	

	上海电力大学
	0.979 
	1.000 
	0.979 
	irs
	1.000 
	1.000 
	1.000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0.597 
	0.698 
	0.855 
	irs
	0.396 
	0.703 
	0.563 
	irs
	
	
	
	

	上海师范大学
	0.496 
	0.511 
	0.971 
	irs
	0.379 
	0.477 
	0.795 
	irs
	
	
	
	

	上海理工大学
	0.701 
	0.738 
	0.951 
	irs
	0.536 
	0.631 
	0.849 
	irs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0.280 
	0.589 
	0.475 
	irs
	0.412 
	0.695 
	0.592 
	irs
	
	
	
	

	上海中医药大学
	0.267 
	0.637 
	0.420 
	irs
	0.282 
	0.632 
	0.447 
	irs
	
	
	
	

	Mean
	0.651
	0.819
	0.771
	
	0.686
	0.818
	0.810
	
	
	
	
	


注：TE、PTE和SE分别代表第一阶段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TE=PTE x SE。irs为规模报酬递增，drs为规模报酬递减，-为规模报酬不变。
从时间维度看，2012-2016年五年内，上海17家高校平均综合技术效率（TE）总体呈现出先降低、后持续增强的趋势，并在2013年快速走出了短暂的“低谷”；期间，平均纯技术效率（PTE）不断提升，而平均规模效率（SE）在2013年显著减弱后快速提升，可知上海高校平均综合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主要收到了平均规模效率的影响。2012-2015年中，每年均约有3家高校处于技术效率最佳和规模最佳的最优状态，2016年有4家高校处于最优状态，可见尽管上海市高校科研创新总体水平稳中有升，但处于最优状态的高校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华大学这三家高校，其余绝大多数高校仍长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反映未来可以通过加大要素的投入来扩大产出。
从高校个体维度看，2012-2016年复旦大学和东华大学一直处于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最佳状态；其次是上海交通大学，除2013年处于科研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以外，

其余各年均处于综合技术最优阶段，由其2013年是纯技术有效而非规模有效可见，其理论意义是按现有产出规模，其投入不可能再减少了。因此，可以看成复旦大学、东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构成了上海高校科研创新的效率前沿面。即在现有技术水平下，除非部分或全部增加要素投入量，或者减少某种产出量，否则无法再增加其产出量。值得注意的是，从规模收益看，只有上海大学科研创新一直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说明其要素的投入增速显著快于其技术水平的增速，产生了显著的冗余投入，即针对上海大学的要素投入量已经超过了与其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最优规模的阈值；这也与近年来上海市大力支持并给予上海大学较多的资源投入有直接关系2)，可见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并不必然导致高校科研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其增加的科研创新资源投入未能被有效“消化、吸收”并转化为科研创新产出，因此盲目追求投入增加导致了效率低下。此外，上海大学综合技术效率水平波动较大，年均波动幅度为11%，而上海高校总体综合技术效率年平均波动幅度只有4.2%，反映出在急剧扩张发展的背景下，上海大学科研创新系统内在的非稳定状态。
表3  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上海市属高校科研创新技术效率值检验
	单位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综合技
术效率
	纯技术
效率
	综合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综合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综合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综合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教育部直属高校均值
	0.866（0.067）
	0.904（0.053）
	0.866（0.067）
	0.904（0.053）
	0.87（0.065）
	0.893（0.050）
	0.935（0.049）
	0.96（0.030）
	0.913（0.064）
	0.953（0.032）

	上海市属高校均值
	0.457（0.080）
	0.685（0.057）
	0.457（0.080）
	0.685（0.057）
	0.472（0.081）
	0.743（0.064）
	0.497（0.077）
	0.743（0.063）
	0.563（0.075）
	0.744（0.058）

	t值
	3.422***
	2.527**
	3.422***
	2.527**
	3.304***
	1.579*
	3.943***
	2.438**
	3.096***
	2.504**


注：P值仅为部属高校大于市属高校情况下的概率；括号内为标准误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从高校类型看。对各高校每年的综合技术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长期低于平均综合技术效率的高校主要集中在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上海市属高校中3)，其既非技术有效也非规模有效，表明可能存在投入冗余，但上述高校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表明，要素投入的不足限制了科研创新产出量和效率的提升，这可能与上海市近年来“重”上海大学、“轻”其他市属高校的政策导向有关4)，进而产生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而导致的较多市属高校科研创新要素投入不足的问题，理论上认为在适当增加投入量后各决策单元可能获得更大比例的产出回报；结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数据，在上海市属高校中，处于 “由低走高”的上海理工大学，其近两年来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提升主要归因于规模效率的提升。从教育部直属高校看③，除华东师范大学以外，其综合技术效率水平普遍较高，这与华东师范大学较强的师范院校的办学特色具有一定关系。尽管上海市属高校数量较多，但除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和上海电力大学分别于2012年、2016年短暂处于技术效率有效外，总体基本处于技术和规模非有效的“单调”状态，而整体数量相对较少的教育部属高校则在相关技术效率的类型上却表现更为强劲。

进一步，从整体效率上看，经过t检验可见（表3），2012-2016年上海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综合技术效率在0.01水平上显著高于上海市属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纯技术效率基本在0.05水平上显著高于上海市属高校。上述反映出上海市属高校科研创新技术效率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存在显著的差距，其产生原因将在后文中继续讨论。

四、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我国高校以政府主导的“公办”体制为主，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机制体制，以及上级财政主导的资源配置可能成为高校科研创新的重要影响。尽管基于知识生产函数的一阶段DEA对各决策单元进行了效率测算，但DEA也不能测度各投入变量的贡献度，且忽略了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人力资源差异、对外联系度等外生性因素可能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的影响。因此采用Tobit模型，并结合DEA估算的技术效率进行因变量的受限回归，对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应选取对高校科研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但不在样本主观可控范围内的因素。
1. 人力资本（hr）

知识生产不仅仅是将显性的原理、规律等知识进行编码、汇总，更重要的是将各种隐性、默会的经验、技术与能力等知识进行识别、提取和编译[
]。根据OECD（1996）《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报告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默会知识获取更为重要，即要重视“know-how”和“know-who”，反映出知识生产、知识传递到知识转换的过程具有较强的豁然性（contingency）[
]。由此可见，与常见的规模化的劳动生产具有显著差异的是，高校科研创新活动更加依赖人力资本的知识生产能力。本研究采用“大学本科以上的科技活动人员数（人）” 来衡量高校科研创新的人力资本水平。

假设一：科技活动人员数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2. 物质资本（capital）

高校，特别是理工农医类专业的科研创新活动离不开互联网、实验室等知识基础设施的支撑。因此，充裕的科研经费可以帮助高校科研工作者购买先进的科研设备，更好的保障、激励其科研活动的开展，所以一般可认为，科研经费投入与产出成正比。但任何资源的投入都应遵循其边际效益，存在最优规模的阈值，即当投入过多或者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时，可能出现资源“投入多、产出少”的不经济问题，进而损害了技术效率。结合上文DEA的效率分析，预测上海高校整体可能进入物质资本投入对效率的倒“U”型影响阶段。为此，本研究采用“R&D经费支出（万元）”的二次项来衡量物质资本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若系数为显著负相关，则认为资本的拥挤效应发生。
假设二：物质资本投入会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产生拥挤效应。

3. 对外联系度（open）
首先，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知识固有的流动性有助于我国高校可以通过全球知识生产网络承接知识转移，进行知识学习与知识转换，进而加速本土知识与技术创新。因此，近年来国内高校不断加大对外联系度，与国外的知识生产与创新高地进行交流合作，积极发挥外部的知识“溢出”效应，不断提升国内高校知识生产与科研创新能力。鉴于数据有限，本研究选择“境外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数（篇）+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篇）”来衡量高校对外联系交往程度。考虑到国际前沿知识从被认知到吸收、转换利用进而产生“溢出”效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化过程[
]，不仅依赖于供给端的知识产品质量，还取决于需求端的学习与吸收能力[
,
]。因此，国际会议质量与参会者知识吸收能力的差异可能导致对该变量估计有偏，其有效性还将在模型检验中进一步探讨。
假设三：当参会者具有较好知识吸收能力时，对外联系度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

4. R&D机构（institution）
高校通常按专业构成将科研成员配置到各院系、研究所中，由此也造成了人力资源分散和交流联系松散等问题。为此，上海高校积极通过R&D机构的设置，并以科研项目为导向，进一步优化高校人员管理制度，将分散在二级院系的科研人员集中起来，形成有利于科研创新的集聚效应、规模优势和交互学习机制，因此R&D机构也起到了科研创新“孵化器”的功能。本研究选用代表较高水准的“国家级R&D机构数”和“省部级R&D机构数”来衡量高水平科研机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孵化”效应，考虑到部分机构可能年内没有发生科研活动，因此只将年内发生R&D经费支出的R&D机构纳入统计。

假设四：R&D机构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5. “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cycle）
2015年3月上海开始制定并逐步推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战略5)，制定了涉及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科技创新主体的“一揽子”政策与行动方案。特别随后高等教育领域“建设一流大学和学科，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协同创新”，以及“高端人才集聚地建设”等项目的实施都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制度层面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形成配套支持与推动效用6)。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滞后效应，我们取2015年为分界点，分别设置非“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时期（2012-2014年，为0）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时期（2015-2016年，为1）时间虚拟变量。
假设五：时间虚拟变量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构建上海市高校科研创新效率的Tobit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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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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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市17所高校2012-2016年的综合技术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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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为人力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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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为物质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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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为衡量对外开放度的境外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数，
[image: image48.wmf]it

institutions

为国家和省部级的R&D机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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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

为时间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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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为随机干扰误。由于本研究从样本总体中剔除掉高职高专、大学附属医院，并按照数据完整性与可获性进行样本删选，因此样本为特体个体，故采用固定效应Tobit模型进行回归。此外，由于教育部直属高校与上海市属高校在科研质量、人才水平、管理制度上存在一定差异，将按照教育部直属高校与上海市属高校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将按照高校所属管理者类型的不同进行异质性比较研究。
表4  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技术效率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总体
	教育部直属高校
	上海市属高校

	
	Coef.
	Std.Err.
	t
	Coef.
	Std.Err.
	t
	Coef.
	Std.Err.
	t

	lnhrit
	0.4030***
	0.1372
	2.94
	1.1851***
	0.2254
	5.26
	0.4860***
	0.1458
	3.33

	(lncapitalit)2
	-0.0163***
	0.0037
	-4.42
	-0.0227***
	0.0051
	-4.44
	-0.0211***
	0.0036
	-5.87

	openit
	-0.0002
	0.0002
	-1.13
	-0.0001
	0.0001
	-0.63
	-0.0009
	0.0007
	-1.30

	Institutionit
	0.0330***
	0.0054
	6.14
	-0.0109**
	0.0052
	-2.1
	0.0448***
	0.0126
	3.57

	cycleit
	0.0910*
	0.0544
	1.67
	0.1950***
	0.0627
	3.11
	0.0570
	0.0527
	1.08

	_cons
	-0.9633
	0.6941
	-1.39
	-5.0900***
	1.1884
	-4.28
	-1.1514
	0.7288
	-1.58

	LR chi2（5）
	65.40
	  23.46
	39.59

	Prob > chi2
	 0.0000
	   0.0003
	 0.0000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计算，Tobit回归的计算结果见表3。回归模型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不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具有较高的解释力（Pseudo R2 =0.74；Prob > chi2 = 0.0000）。除对外开放度外，各变量均在不同的水平显著影响着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技术效率。就整体而言，在五个假设中，除对外联系度（open）以外，人力资本（hr）、物质资本（capital）、R&D机构数（institution）、时间虚拟变量（cycle）均产生了与假设一致影响，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就高校异质性类型而言，教育部直属高校与上海市属高校两模型中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与上海高校总体模型保持一致，但也有小部分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在R&D机构数上，上海市属高校与总体样本表现的一致，即国家级和省部级R&D机构的建设能有效推进上海市属高校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却产生微弱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与其已经具有较多R&D机构，而人力资本投入要素有限的情况下，再增加R&D机构会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在时间虚拟变量上，教育部直属高校技术水平在上海“科创中心”战略建设中显著提升，而上海市属高校却没有跟上“节奏”，这可能与前者适用力更强，且实施时间较短有关，相信在更长的时间滞后效应小，上海市属高校也会产生相似效应。
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就整体而言，物质资本的二次项对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163，反映出以R&D经费为代表的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效用。首先，在经济基础较为发达的上海，经费投入不仅没有成为高校科研效率提升的助推器，还产生了倒“U”型的抑制效用。首先，过多科研经费投入的背后所代表的实际是科研人员所背负科研项目的申请、审批、考核等大量工作，而以上述代价所换取的科研经费可能消耗了科研人员较多的研究投入，使得科研经费与科研创新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其次，由于上海高校众多，且不同高校的办学特色与科研能力具有较大差异，导致政府主导下的高校经费分配制度，使得高校科研经费资源配置产生了扭曲，进而造成了投入冗余。该类问题在一阶段DEA对上海市属高校效率评价中已经得到验证。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科研产出是人力资本、物资资本以及相关要素的共同产物，而模型中人力资本对效率的显著推进效应表明，上海高校整体可能处于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资资本“丰裕”的阶段，因此未来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需要将视角转向人力资本积累，这符合Lucas（1988）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的观点[
]。就高校类型而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要远高于上海市属高校，前者影响系数超出后者1倍以上，足见两者在人力资本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而物资资本对两者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可见“人才短板”是提升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的“瓶颈”，更是上海市属高校提升自身科研创新水平的关键点。
就对外联系度（open）而言，该变量并没有对高校科研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性影响。这表明以“境外国际会议交流论文和特邀报告”为表征的与国际知识网络的对接并没有对上海高校带来期望的“溢出”效应。本研究认为，一是近年来，尽管上海高校科研人员所参与国际会议次数增多，但其中的高等级国际会议比例不高，导致上海高校整体的国际参与度不强；二是上海高校科研工作人员的知识吸收与知识转化能力不强，进而影响了知识“溢出”；三是这由于语言障碍、交流时间短暂、文化背景差异、知识根植性等实际原因，使得短期内的国际会议参加情况不能较好表征高校外部联系度。最后，以时间控制变量（cycle）为表征的“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表明政府在推动区域高校科研创新上的积极影响力。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经DEA-Tobit两步法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首先，构建了2输入和2输出的Input-Oriented的VRS类DEA模型，评价了包括授权专利和国际论文在内的科研创新技术效率。其次，采用T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5类影响因素与效率关系。
在第一步中，研究发现，无论是综合技术效率还是纯技术效率，教育部直属高校效率水平均显著高于上海市属高校；进一步分析发现，近年来向上海大学过度倾斜的上海市属高校资源配置限制了市属高校整体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在削弱了其他市属高校科研产出的同时，也导致了上海大学持续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的不经济状态中，这值得上海高校主管部门引起注意，及时调整政策。
第二步中的影响因素的导入与模型建立有助于系统分析未来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改进的方向。通过对影响因素回归发现：
（1）从模型测算结果可见，以理工农医类科研活动人员为表征的人力资本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的提升效用最大，其影响系数0.403，并在0.01水平上显著。结合高校异质性类型的模型比较发现，今后上海高校，特别是上海市属高校科研创新的发展要转向“以人为本”，注重人在科研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实施上海“科创中心”战略背景下的全球科研创新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吸引国内外高层次科研人才来上海高校合作发展，不断提升高校科研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累积水平。

（2）当前，上海高校科研创新的新特点是与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推动效应相比，物质资本的继续投入已经开始对高校科研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模型检验亦表明物质资本对科研创新效率的倒“U”型影响已经显现，资本拥挤问题亟待引起重视。这要求上海市高校主管部门要改变盲目追求物质资本投入的发展模式，要基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科研能力、学科特色等，采取相对均衡的高校科研经费分配模式，发挥好物质资本的最大效益，并优化高校科研创新效率，同时，对各类资源要素的投入进行动态评价，寻求各类要素投入规模的最优阈值。
（3）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对科研创新的非促进效应说明，高校应该积极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参加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鉴于Lundvall（1992）认为创新植根于“交互式学习”（interactive learning）的观点[
]，高校科研工作的管理者应积极帮助科研人员融入全球知识生产与创新网络，不断深化与国际科学研究前沿的交流与合作，重视发挥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在此方面的示范、带动等“溢出”效应，如Zucker和Darby（2001）高校“明星”科学家（star scientists）对高价值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
]；王仙雅（2017）认为高校应该树立科研典型和科研模范来激发教师的科研追求[
]。此外，鉴于境外国际会议的相关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出境外国际会议的地点、与会人员等信息，所以无法判断其真实水平，故国际化对上海高校科研创新效率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探究。
（4）高层次R&D机构对高校技术效率产生的影响表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高层次R&D机构数及其资源相对充足，其发展机制也相对成熟，因而导致其效用有限；但高层次R&D机构对上海市属高校科研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可以借助国家级、省部级R&D机构的建立，以及已有R&D机构的升级，发挥好资源集聚优势来帮助上海市属高校进一步提升科研创新效率。
注释：
1)本次研究只针对上海17家普通高等学校，不含高职高专、民办大学及大学附属医院。
2)如：从2016年上海大学作为深化上海市高校改革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方案的首批唯一试点单位可见上海市对其重视程度。
3)上海高校类型划分：一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二是上海市属高校：上海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电力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4)上海市属高校中：上海大学R&D投入连续5年最高；从年平均值看，占市属高校总体约24.1%，为总体均值的2.65倍（由于篇幅原因，有需要数据者请与作者联系）。
5)2015年5月，上海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简称《科创22条》），同年7月5日，又推出首项相关配套政策——《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简称《人才新政20条》），将《科创22条》的6条有关人才的原则性意见细化为20条实施意见，在体制机制上实现创新和突破。
6)具体三个方面涉及高校科研：一是，完善科研人才双向流动制度，鼓励科研人员在岗离岗创业；二是，改革人才评价制度，完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人才的分类评价体系；三是，加大人才激励制度，提高科研人员待遇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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